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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利

用农业投入产出数据重新计算 1980−2018 年 27 个省（自治区）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在

此基础上采用结构断点模型实证分析灌溉基础设施在不同时期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不同作用。结果表明：虽然过去 40年灌溉基础设施在促进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边际影响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并随农业农村转型发展逐步降低，这导

致灌溉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随时间呈现递减趋势。基于上述结果提出，改善灌溉基

础设施投资区域布局，优化公共投资方向是提升灌溉基础设施效率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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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通过扩大农业灌溉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生产力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保障粮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尽管面临人均耕地与水资源不足的约束，

我国粮食单产仍稳定提升，确保了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增长。据统计，2022 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

68652.77万吨，是 1978年的 2.25倍①，在有限水土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的发展目标[1]。实现上述农业发展目标的背后，灌溉基础设施的改善充分发挥了降低生产成本与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功能，是提升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2]。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模式决

定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由政府承担。作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灌

溉设施投资因其对农业生产的正的外部效应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投资的重中之重，其累计

投资金额在过去 40年不断增加[3]，已有研究表明灌溉设施对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4⁃5]。

分析农业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跨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差异，准确测算灌溉基础设

施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对国家进一步优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文开展了以下三项工作。首先，基于 47种种植业农作物的成本收益数

据，构建并测算了 1980-2018年我国种植业省级层面的投入-产出账户②，并采用指数方法重新计算

跨省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其次，通过使用结构断点方法依据全要素生产率自身特点客观识别出数

据期内的5个断点（分别为1985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和2011年），将过去40年种植业的发展划

分为 6个阶段，并研究了不同阶段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虑到灌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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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②    新冠疫情（COVID-19）对农业生产经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造成种植业投入产出发生较大波动［6］，故本文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时选取的时间范围是1980－2018年。由于直辖市种植业占比较小，本文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暂未包含4个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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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在不同时期的投资和收益的差异，本文测算并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灌溉基础设施投资的

收益率。

一、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灌溉设施建设发展迅速，成为改善我国种植业生产条件和实现粮食作物

稳产增产的重要保障。2022年末我国有效灌溉面积达 7035.9万公顷，是 1978年的 1.56倍，并占到可

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①，已有研究表明，灌溉农业支撑了我国 70%以上的粮食作物、80%以上的棉花

和90%以上的蔬菜生产[7]。

关于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农业生产，已有文献主要认为灌溉基础设施有利于农业生产效

率的提升，并从以下两个角度开展研究。一方面，灌溉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民增收的作用。

研究指出灌溉基础设施是稳定作物生产、推动农业增长的重要因素[7⁃8]，能够保障作物生产并调节农

业资源要素的配置，对农业生产、农户增收以及农业劳动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9⁃13]。另一方面，灌溉设

施对农业生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灌溉基础设施能够直接参与作物生产，具有促

进土地集约化经营[4]、降低生产成本[14]、抵御自然灾害的负向冲击[15⁃16]与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结构[17]等作

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5,14,18⁃20]。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发现灌溉基础设施对作物全

要素生产率与产量未产生显著影响或产生了负向影响[21⁃23]。

现有研究为评价灌溉基础设施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绝大多数研究由于没有处理好农业

生产力指标的测度误差，导致相关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使得研究结果无法有效支持相关政策的制定。

例如，迄今已有 60多项研究对 1982-2016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进行了测算，对中国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研究提供了 2136个估计值，但是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相差巨

大，从每年-33.2%至 50.1%不等[24]。这种巨大差异，很难分析灌溉基础设施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

其决定机制。目前，已有文献尝试从多重角度重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24⁃28]。

对灌溉基础设施的作用，仍有三方面待进一步细化：第一，在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准确度

方面有待提升，例如在产出方面，已有文献多使用种植业总产值度量总产出，无法反映产出结构变化

带来的影响；在劳动力投入测度方面，已有文献多使用劳动力人数进行测度，无法反映中国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存在大量非农就业现状以及自雇劳动力与雇佣劳动力的质量差异；在资本投入方面，已

有文献只考虑使用拖拉机数量和机械马力数等测度方式，忽视了全面的资本服务。第二，尚未有文

献从动态视角考察我国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边际作用的跨期差异。第三，少有文献

从经济效益角度探讨我国灌溉基础设施的建设效果。实际上，伴随灌溉基础设施规模增加，建设成

本也会逐年递增，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同样随之变化。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构建

1.模型设定

为了有效识别我国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时期增长趋势的差异及灌溉基础设施在不同时

期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采用结构断点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方法角度讲，结构

断点回归能够依据数据自有特征识别出样本存在的结构断裂与具体断裂时点，实现在宏观层面对种

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阶段的客观划分。此外，使用该方法处理长面板数据，也有效地解决了潜在

的时间序列问题。

参照已有文献[29⁃31]，本文识别了 1980−2018年省级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断点数量与划分

年份。结构断点回归需要测试所有可能的断点集，通过比较每个断点数量下拟合程度确定最优断

点数[31⁃32]。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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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模型（1）存在m个断点 (T1,…,Tm )：
Y=Xβ+Zδ+E  ( )1

式（1）中，Y为被解释变量的集合，满足Y= ( y1,…,yT) ′ ；X为除结构断点外的解释变量的集合，

满足X= (x1,…,xT) ′，在本文的模型框架下主要包含了地区投入特征、农业劳动力特征、地区自然条

件、仅随时间和省份变动的不可观测变量五类解释变量；Z为结构断点集，代表了灌溉基础设施在不

同断点期的灌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度量），Z= diag ( z1,…,zm+ 1 )，zi满足 zi =
(zTi- 1 + 1,…,zTi) ′；E为残差项，满足E= (e1,…,eT) ′。

对于每个设定的断点数m，本文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得到β和δ的最小二乘估计：

(Y-Xβ-Zδ )'(Y-Xβ-Zδ )= ∑
i= 1

m+ 1

∑
t=Ti- 1 + 1

Ti

[ yt - xt , β- zt ,δi ]2  ( )2

将估计结果代入方程（1），得到残差平方和ST (T1,…,Tm )。最优断点数m满足方程（3）：

(T1,…,Tm )= argminT1,…,TmST (T1,…,Tm) (3)
本文通过最小化断裂前后实际数据与估计值之间残差平方和的方式确定潜在断点的时间。估

计断点具体时间步骤如下：

假定数据在时间b0处存在结构断点，满足式（4）：

Y=Xβ+Z (b0) δ+E ( )4
其中，X与Z为控制变量。定义MX = I-X ( X'X )-1X'，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的方式确定潜在

的断点时间 b̂。具体步骤见式（5）~式（7）：

δ̂ (b0)= (Z (b0) 'MXZ (b0) )-1
Z (b0) 'MXY ( )5

SSR (b0)= (Y-Z (b0) δ̂ (b0) ) 'MX (Y-Z (b0) δ̂ (b0) ) ( )6

b̂= argminSSR (b0) ( )7
经计算，1980−2018年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被划分为 6个阶段，断点年份分别为 1985、1988、

1996、2001和2011年。在确定断点的数量与具体时间节点后，本文利用式（8）进行了实证分析：

lnTFPipt = β0 +∑p= 1
6 δp IRRIipt + β'xipt + vt + ui + εipt (8)

式（8）中，下标 i代表省份，下标 t代表时间，p代表本文依据结构断点分析划分的 6个阶段。被解

释变量 lnTFPipt代表省 i在 p阶段 t年种植业的全要素生产率。IRRIipt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省份

i在 p阶段 t年种植业的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参考已有研究[5,33]，本文选取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即灌溉面

积与耕地面积之比）作为衡量灌溉基础设施规模的代理变量。δp代表在不同阶段灌溉基础设施对种

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作用。xipt为控制变量。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中，vt表示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

测变量，ui表示所有仅随省份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εipt代表误差项。应用式（8），本文使用固定效应

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两类方法进行建模。其中，随机效应模型假设误差项 εipt和所有解释变量不相

关，而固定效应能够剔除所有仅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变量（vt）以及仅随省份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

（ui），本文在后续通过豪斯曼检验讨论了两类模型的适用程度。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

省份层面。

除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外，本文也关注了灌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经济效益维度的动态变化

趋势。参考已有文献[34⁃36]，本文测算了各个省份每个阶段的平均内部收益率 ri，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本文计算了在每个阶段不同省份农业总产出和新增一单位有效灌溉面积所需的灌溉基础

设施投资额的平均值，计算方法见式（9）和式（10）。

Q̄i =∑
t= 1

n

Qit ( )9

- -- -----IRRI i =∑
t= 1

n

IRRIit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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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 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n代表了每一阶段包含的年份总数。Qit为农业产值。参照

Deng等[36]的研究，本文假定灌溉设施投资的投资回报具有3期滞后的特征，利用式（11）计算了不同阶

段各省的平均内部收益率 ri。

∑
t= 3

n ∂ln (TFPit )
∂ IRRIit

Q̄i
- -- -----IRRI i

ωi
1

( )1 + ri
t = 1 ( )11

式（11）中，
∂ln (TFPit )

∂ IRRIit
为式（8）的估计系数 δp，表征了在某一阶段有效灌溉面积增加一个百分点

对于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Q̄i和
- -- -----IRRI i为先前计算的省 i在该阶段农业总产值和新增一单

位有效灌溉面积所需的灌溉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平均值。ωi是使用梯形法得出的滞后结构的权重，权

重相加为1（关于权重的详细讨论见 Jin等[35]与Deng等[36]）。

2.变量构建

在回归分析中，本文经过整理构建了1980−2018年来自中国27个省和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

被解释变量：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由于灌溉基础设施对农业的影响主要作用于种植业，为准

确衡量灌溉基础设施的影响，本文将主要关注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级层面种植业与畜牧业

可分割假设以及多投入-多产出视角下利润最大化假设，本文测算各区域历年的种植业全要素生产

率情况。在产出维度，本文整理了各省份每年 47种农作物的分项产出数据，并采用Fisher指数使用

价格份额作为权重进行加总。在投入维度，本文整理了种植作物的中间投入、资本投入、土地投入和

劳动力投入4类数据，同样采用Fisher指数使用相应的价格份额作为权重对分项投入数据进行加总。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本文首先应用式（12）和式（13）分别计算了 t年各省（自治区）第 i种农作物的

产出 y ti与投入xti数据，并将其加总为当年种植业的总产出Yt与总投入X t：

Yt =∑
i

y ti ( )12

X t =∑
i

xti ( )13

最后，本文利用式（14）计算了 t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t：

TFPt = Yt

X t
 ( )14

本文使用的解释变量为 1980-2018年各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占比。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即灌溉面

积与耕地面积之比）是反映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5,33]，本文以此作为衡量灌溉

基础设施规模的代理变量。

控制变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本质上反映了资源配置的变动[21]，本文构建了资本劳动比、

资本土地比、种植畜牧业产值比和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四类控制变量反映地区投入特征的具体

情况。其中，资本劳动比为 1980-2018年省级层面农业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比值，资本土地比为资

本价值与耕地价值之间的比值，上述两类变量衡量了各省每年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特点。种植畜牧

业产值比为各地种植业与畜牧业产值之比。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采用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除

以财政总支出，一般而言，财政支农支出反映了政府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资金支持力度[37]，其与地

区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农村人力资本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地区技术进步与效率

提升起到推动作用[14]，本文整理了二元经济强度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两类变量来表征不同省份的农

业劳动力特征。其中，二元经济强度为历年各省第一产业 GDP占比与就业占比之差。参照以往文

献，本文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状况[38⁃40]。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影响农业产出效率

的重要维度，在地区自然条件维度，本文选取了平均地表气温和平均降水量两个变量。

3.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本文使用的样本中全要素生产率均值约为

1.72，39年间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范围为 0.14~7.14。在解释变量方面，样本中平均有 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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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得到了有效灌溉，但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在地区投入特征方面，农业资本劳动比对数与

资本土地比对数均值分别为-0.55和 0.61，种植业与畜牧业产值比平均约为 2.40，地区财政支农占比

均值为 3.25%。在劳动力特征方面，地区二元经济强度均值为-31.71%，而地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 6.73年，且各省之间差异不大。在自然特征方面，样本中平均地表气温为 13.36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为921.85毫米。

为清晰描绘 1980-2018年 39年间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趋势，本文绘制了各省份种植业

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变箱线图，结果见图 1。图 1表明我国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虽然随时间不断增

长，但在不同时间阶段增长速度趋势存在差异。具体的，在 1980-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虽然

存在波动，但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而在 2011年以后，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逐渐减缓，全国

均值趋于稳定。

三、结果分析

1.灌溉基础设施建设与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关系

首先，本文使用局部加权回归（LOWESS）函数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拟合，简要描绘了省级层面灌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资本劳动比

资本土地比

种植畜牧业产值比

财政支农占比

二元经济强度

农村教育年限

平均地表气温

年均降水量

变量定义

指数法计算的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

有效灌溉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农业资本投入与农业劳动力之比，取对数

农业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之比，取对数

种植业产值与畜牧业产值之比

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之比/%

第一产业GDP占比与就业占比之差/%

地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年

平均气温/℃

降水量/毫米

均值

1.72

43.14

-0.55

0.61

2.40

3.25

-31.71

6.73

13.36

921.85

标准差

1.10

23.14

1.95

1.18

1.19

1.97

9.00

0.12

5.72

542.87

最小值

0.14

4.59

-7.05

-2.76

0.46

0.00

-60.00

6.24

0.87

74.90

最大值

7.14

95.50

5.40

4.25

9.39

7.18

-8.00

6.93

25.55

3093.39

图 1 1980-2018 年分省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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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基础设施规模与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图 2展示了拟合结果。总体而言，灌溉基础设施

的规模与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灌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种植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存在的非线性曲线表明灌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种植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较高的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为地区种植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件和支持，

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其边际作用随时间逐步

减小。

2.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影响

在初步观察到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种

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后，本文引入结构断点模

型（式（8））探究分时期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动态影响。表 2展示了回归系数与SW 检验结果。其中，

列（3）与列（4）增加了对其他解释变量的控制。SW 检验结

果表明估计的断点通过稳健性检验[41⁃42]。列（1）和列（3）为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

（4）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下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在此具体分析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从列（2）与列（4）的估计系数来看，在使用固

定效应回归剔除所有仅随时间变动和仅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影响后，结果显示在各个

时期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与列（2）的回归结果相比，增加其他

控制变量后，列（4）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变化程度较小，同时保持显著。进一步，本文发现 δp的
回归系数显示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不同阶段内虽均显著为正，但是其

边际效应呈现出递减趋势。以列（4）的结果为例，在第一阶段（1980-1985年），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为 0.003，结果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灌溉基础设施每增加 1个百分点，种植

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提升 0.3%。而在第三阶段，弹性系数下降至 0.002，并在之后四个阶段保持恒定，

表明灌溉基础设施规模扩张虽然仍对当地种植业生产效率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但这一边际影响已

从 0.3% 下降至 0.2%。此外，其余控制变量的系数表明地区要素投入结构、劳动力质量与自然条件

等因素对地区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显著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灌溉基础设施对于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正向效果逐阶段降低。这

一发现与灌溉基础设施发展的现实相互印证，在 20世纪 80年代早期，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极大

促进了农村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农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到 90年代中后期，在一定的

农业灌溉保障基础上，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进入 21世纪，绿

色、高效、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理念以及资源永续利用等关注点，对灌溉投入转型提出新的要求，为新

时期农业生产力发展带来新的挑战[43]。本文认为，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一方面，

由于淡水资源的有限性，灌溉基础设施规模的等量扩张在不同阶段产生的促进效应会不断缩减，另

一方面，在技术进步边际效应递减的前提下，灌溉设施规模扩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边际作用也会不

断降低。

3.灌溉基础设施平均内部收益率跨期变动情况

已有文献讨论了灌溉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益，如Fan等[44]基于 10%折旧率和 20年周期的假设

测算出中国灌溉设施建设每一元支出的回报约为 1.45元；在指标计算方面，世界各国灌溉投资收益

率的估计结果大部分在 30%以内，如部分文献[45⁃47]测算出印度灌溉基础设施的内部收益率在 13%~
24% 之间。也有研究的测算结果表明澳大利亚灌溉基础设施的内部收益率在 7%~23% 之间[48⁃49]。

Tiffen[50]基于12%折旧率这一前提表明世界灌溉设施投资回报率至少为8%。

利用式（11），本文计算了 6个阶段我国各省和自治区灌溉基础设施投资的平均内部收益率情况，

图 2 灌溉与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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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结果见表 3。经计算，我国全国灌溉基础设

施投资的平均内部收益率在 9%~28%。与已有

文献的测算结果相比较，本文估计结果属于合理

范围，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通过比较不同

阶段的内部收益率大小，同样可以发现灌溉基础

设施回报率同样出现了动态递减的发展趋势。

结果表明，全国平均内部收益率在第一阶段

（1980−1985年）为 28%，在随后的 4个阶段中平

均收益率明显下降，在第 6阶段（2012−2018年）

下降至9%。

灌溉基础设施内部收益率下降的原因可能

在于以下两点：一方面，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促进作用动态递减，这使得

内部收益率出现随时间递减的发展模式；另一方

面，伴随灌溉设备投资量的不断增加，扩张灌溉

设施规模的边际成本远高于早期，同样会对内部

收益率产生负向影响。此外，本文的测算结果同

样支持灌溉基础设施经济效益在不同地区之间

的比较，这为有关部门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提供

了学术支持。

四、结论与建议

灌溉基础设施投资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

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

段。虽然在过去40年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灌溉

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力推动了种植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但是其对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

的影响尚不明了。特别是，随着国家粮食安全政

策的加强，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在灌溉设施

领域的投资取得更高的生产力提升效果，仍需要

从动态角度更深入地研究灌溉设施的影响。

基于 1980−2018年我国 27个省和自治区的

平衡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结构断点方法识别出种

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趋势，以此

为基础从动态角度分析了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

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

影响。结果表明，虽然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 40年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但是其

影响效果随政府投入的增加和时间呈现下降趋势。根据跨省数据的估计，灌溉基础设施的增加对种

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促进效果，但是其对提升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逐步下降，从改革初

期的 0.3%逐渐下降到目前的 0.2%。进一步，随着基础设施投资成本的上升和种植业产品价格的下

降，上述灌溉基础设施投资的生产力效果所带来的内部收益率也随时间递减，从原来的 28% 下降

至9%。

上述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随着灌溉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和投资回报的不断

表2　灌溉基础设施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影响：

基于结构断点方法 N=1053
变量

灌溉

资本劳动比

资本土地比

种植畜牧比

二元经济强度

财政支农占比

农村教育年限

平均地表气温

年均降水量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SW检验

Hausman Test
R2

δ1

δ2

δ3

δ4

δ5

δ6

（1）RE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1.464***

(0.042)

-
P=0.000

-

(2)FE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1.460***

(0.042)
是

是

112.15***

0.465

（3）RE
0.003***

(0.001)
0.003***

(0.001)
0.002***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1)
0.032***

(0.007)
-0.030***

(0.008)
0.016***

(0.005)
-0.003***

(0.001)
-0.014*

(0.008)
1.803***

(0.065)
-0.007***

(0.002)
0.000***

(0.000)
-10.477***

(0.426)

-
P=0.000

-

(4)FE
0.003***

(0.001)
0.003***

(0.001)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0.020***

(0.005)
-0.023***

(0.005)
0.007

(0.005)
-0.006***

(0.001)
0.044***

(0.005)
1.171***

(0.185)
-0.006***

(0.002)
0.000***

(0.000)
-6.470***

(1.264)
是

是

34.65***

0.741
注：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H0，即个体不可观测

特征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这一假设。“-”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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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政府应更多考虑如何利用灌溉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对投资的数量和方

向需要更加谨慎，避免出现过度投资和浪费的问题。当前灌溉设施建设对种植业生产效率的边际

提升作用和投资回报已经下降至较低水平，在制定新一轮投资政策时应重点将资金分配向更具效

率的投资项目，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第二，有效发挥政府和私人相互合作的机制，逐步推动公私合

作的方式，通过市场手段决定灌溉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向，以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和集约化、节约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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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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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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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ynamic Influence of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Crop Industry 

SHENG Yu，ZHOU Tiantian，WANG Aizhao，DENG Haiyan

Abstract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 conditions and enh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This paper recalculate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
ity of the crop industry in 27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from 1980 to 2018 based on ag⁃
ricultural input-output data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he crop industry in different periods using structural break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otal factor pro⁃
ductivity of the crop industry in the past 40 years，its marginal impact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regions 
and gradually decrease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which 
leads to a trend of decreasing marginal rate of return on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ver time. 
Based on these results，it is advisabl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through enhanc⁃
ing the regional layout of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optimizing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invest⁃
ment .

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rop industry； irrigation； dynamic influence；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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